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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大；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在中国的科学共同体中已经建立。 

2．研究积累和进展   学科的中文教材体系（翻译的和自身编著的）和相关的中文参考文献

正在丰富，但独立和深刻的研究著作仍然少见；政府每年有少量与社会心理学有关的资金资助，

但都偏于应用和对策项目；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独立的发表园地，它们只好散见于心理学和

社会学的刊物中，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学术会刊《社会心理研究》只能以内部发行；值得提及的

是，一批青年学者在与港台学者的对话和交流过程中，以“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和本土化为目标，

尝试对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的社会行为进行说明和解释，有相当的进展和影响。 

3．主要问题和概要评论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良好发展面临困难、挑战和机遇。由于社会心

理学的学科制度的分裂和学术训练背景的差异，偏好实验方法的心理学学者与偏好调查访谈的社

会学学者之间少有沟通，这使有限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群体的资源的合理配置遭遇障碍；作为享

有学术霸权的话语，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定位渐渐产生其非预期的不良后果，这就是对国际主流

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转型的忽视、漠然和无知；每年生产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虚假文本和肤浅的经

验研究，使学科处于泡沫繁荣状态，无法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同时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理

论建构和数据积累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面对中国社会空前的结构转型及其后果，社会心理学者处

于无语或失语状态。 

新世纪并不必然会亲睐中国社会心理学。在批判性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处于边陲地位的中国

学者，惟其以宏大的社会问题及其它们所隐含的现实的社会行动作为关注的视域，在充分了解和

反思西方智慧的基础之上，进行脚踏实地的辛苦工作和点滴积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荣誉之门才

可能慢慢洞开，与国际学者平等而有尊严的有效对话和合作才可能慢慢实现。 

 

 

20 年文化研究的嬗变：从启蒙到表述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教授 

 

在过去 20年里，社会学界的文化研究在对象、理论、方法诸方面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在种种变化之中，我们发现文化研究的旨趣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我们把它概括为启蒙到表述

的嬗变。大致来说，在前 10 年里，现代话语逐渐占据支配地位（获得文化霸权的地位），人们研

究中国文化的着眼点是批判中国人相对于“现状”标准的落后思想，使中国人不再封闭、保守，

转向未来，追求效率。人们的信念是通过文化现代化为中国全面现代化创造条件。克服传统的现

代化，现代文化，发达国家文化。 

定位于启蒙，设定自己高高在上，全知全能，懂得过去，胸怀未来，以不可质疑的现代性尺

度衡量对象（符号暴力），语言模式是这种文化现象反映某种落后的属性，需要吸收某种现代属

性予以改造。挑刺，找毛病，如何改掉它。如：国民性，劣根性：愚昧、封闭、狭隘、自私、窝

里斗、奴性。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可以作为文化指标。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进步、优良的生

活方式，同时也需要关注民众文化程度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探讨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要注意高度的社会同质性与文化共识之间的关联。启蒙与发展、意识形态批判与解放思想和

改革开放的表述需要步调一致。吸收外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外来文化。要研究一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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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国家文化精英在这个过程中的行为，并把社会学界内部的共识文化（文化程度，教育水平）

作为研究的因素、变量之一。 

自 80 年代末以来，文化研究逐步淡化了其“启蒙”的使命，不再居高临下，而是承认各种

群体有其特有的文化，并帮助这些群体向社会表述其文化，促使其文化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研究者要把自己定位于表述，要求自己深入其中，以同情与理解的态度参与观察，首要的使

命是澄清这种文化现象是怎么回事，然后把它说清楚，让社会也能够理解它，最后达成不同群体

之间的沟通和共处。 

要注意文化与社会的分化，社会分化与文化多元这些社会现象：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

文化、民间文化。这里存在着社会学者的差异以及关怀的差异：如何帮助表达、帮助沟通、帮助

获得承认。在多种生活方式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问题与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意味着从代表全体到代表自己。 

对民间文化复兴的研究，从批判到理解。 

大众文化研究，批判到辩护。 

对同一对象的学术关怀的差异更能够说明从启蒙到表术的嬗变。例如有关传统研究，清除传

统的现代化。以传统为基本的现代化（发展，进步）。 

 

 

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周  星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教授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这二十年，同时也是中国人类不断成长的二十年。中国人类学成长的

路径大体上有以下几条线索： 

1．由“民族研究”中逐渐复活并不断发展的“民族学”，大体上以中国民族学会及其活动为

象征。2、伴随着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和以几个高校人类学系的建设为标志，包括体质人类学、

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在内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得到

强调。3、中国社会学史上存在的那个主要的“社会人类学”的传统，在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中

再次引起部分学者重视，同时在新的学术实践活动中，该传统也有一定的新的积累。4、涉及人

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旧著重刊工作、新近的人类学理论著术的译介工作等，促成了人类学界知识的

新旧混杂状况。5、留学国外或有海外进修经历的中青年人类学者，带进来了一些新的前沿理论

和理念。6、社会—人文科学的其他诸多领域对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知识的渴求及试用，即

人类学知识在整个知识界一定程度的普及，也应是中国人类学逐渐成长的重要侧面。当然，还可

列举很多，例如专业教育的成长（民族学专业和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点等）；再如于“中国

民俗学”的知识传统中事实上存在的与人类学的学术性关联，它所积累的成绩及其潜力等。 

在这些不同路径之间，虽然存在着彼此间的影响和互动，在一定的情形或场景下，不同路径

的跋涉者也可能互认为“同行”，但多数场合下都是在各自的知识传统或“学科”中有意无意地

建构各自感到惬意的学术空间和话语体系。我认为比起学科来，把此种状况理解为不同的学术“知

识传统”的并存似乎更为恰当。那么，我们是否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不断地


